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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延异与图像缺失：
明代山水画中的寻道者意象与艺术主流的终结

段　 炼

摘　 要： 有明一代山水画发展的主流，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的转变，前期画家寻道于自然，后期画家转而寻道于内心。
本文通过图像研究而旨在阐述： 明代山水画主流的转向，实为对前代山水画发展主流的重复，而重复的终点则是明末山

水画中点景小人的缺席，这标志了主流的终结。 这一探讨从德里达关于意指延异的概念出发，借鉴解构主义的双重阅

读，来分析明代山水画中寻道者的意象及其在符号系统中作为意指中心的功能。 本文结论是，当文人山水画发展到明

末，寻道者意象的缺失，使中国山水画的意指系统被解构，艺术史的主流遂于明末消散。
关键词： 主流；　 图像中心主义；　 寻道者；　 延异；　 去中心化；　 在场；　 缺席；　 心性

作者简介： 段炼，文学博士、美术学博士，曾任教于四川大学与纽约州立大学等校，现执教于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蒙特

利尔），中文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艺术史研究。 通讯地址：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康科迪亚大学文理学院，
ＦＢ１０３０ ９，ＣＭＬＬ，ＳＧＷ，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Ｑｕｅｂｅｃ， Ｃａｎａｄａ。 电子邮箱： ｌｉａｎｄｕａｎｘｈ＠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Ｔｉｔｌ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Ｍ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ｏ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ｉｎｎ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ｈａｎｇｅ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ｎ． ”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ｓ ａ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ｒｒｉｄ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 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Ｔｈｕｓ，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ｍａｇｅ⁃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ｍｉ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ａｎ Ｄｕａｎ， Ｐｈ． 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ｈ． Ｄ． ｉｎ ａｒ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ａｕｇｈｔ ａ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ｔ Ａｌｂａ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ｗ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ａｔ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 ｗｈｅｒｅ ｈ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ｅ ｈａ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ＦＢ １０３０ ９， ＣＭＬＬ， ＳＧＷ，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ａｎｄｕａｎｘｈ＠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引　 言

本文研究明代山水画，讨论其主流由外向内

的转向，聚焦于点景小人的意象，将其确认为寻道

者，并辨明为艺术家寻道的化身。 为了探讨寻道

者意象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借鉴德里达的解构主

义理论，尤其是关于“延异” （ 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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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德里达的术语说，寻道者意象的意指过程，一方

面被其伪装图像所延异，例如旅人、渔父、观想者

的图像；另一方面，明末山水画中点景小人的缺

席，又揭示了中国艺术史之主流的去中心化趋势，
以及主流的终结。

然而问题是，何为主流？ 明代的确是主流终

结的时代吗？ 本文的研究不仅在于探索答案，而
且更在于指出： 艺术史之主流被“去中心化”的原

因，与佛道两家的空无思想相关，而新儒家的“心
性”哲学，则在明末给这一中心的重建提供了可

能。 于是，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在此际不仅转向，更
因主流的消散而重新洗牌，为下一个时代的来临

做了准备。
需要说明的是，德里达自创的 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 一语

及相关的 ｄｅｆｅｒ 一语，本文根据话语情境而采用汉

译“延异”，为免混淆，弃用“分延”和“差延”的汉

译。 再者，作为山水画的图像研究，本文关键词

“图像”在不同的行文中还换用“形象”与“意象”
二语。 图像既指整幅画面的视觉呈现，也指画中

个别的具体描绘；形象是个别的具体的，而意象则

强调其在整体语境中的存在。

一、 主流，寻道者意象与德里达的

“延异”概念

　 　 本文所谓“主流”，指艺术史发展的主导方

向，由重要的画派和主要艺术家及其作品来呈现。
这一术语的使用，并不是要否认边缘艺术及其艺

术家。 事实上，主流与非主流的互动，正好是明代

艺术之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文化大方

向的转变。 早在两宋时期，山水画的主流是院画，
即宫廷艺术，但是到了元代，这主流一变而为文人

画。 随后，虽然院画重新主导了明初山水画，但一

些院画家却渐渐转向文人画，例如浙派主帅戴进

（１３８８ 年—１４６２ 年）及其追随者们。 虽然明初的

转向并不彻底，但主流的方向却因此而生变。 有

艺术史学者将这一变化归诸艺术趣味的变化，一
方面，这是因为明代皇家画院所招的画家中，多有

文人画家的艺术倾向，他们将文人品味带入了院

画。 另一方面，明代画院并不苛求某种特定的画

风，画院更无官方钦定的艺术风格（赵晶 ３１４）。
在明代市场经济的原始萌芽时期，艺术生态

之复杂性还表现为一些名家也为稻粱谋，绘制迎

合市场品味的作品。 例如，明代中期的艺术主流

以吴派为代表，但在吴派四大家中却至少有两位

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文人画家，因为他们的作品

商业味过重。 即便是吴派的领头画家沈周（１４２７
年—１５０９ 年），虽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文人画大师，
但也时有应市之作。 今日有学者根据史实研究指

出，明代文人画与职业画工的作品并无清晰界线，
虽然前者应与市场无关，后者却专为市场而作，两
者互渗。 究其原因，这位学者提出了两点，一是艺

术市场对文人画有需求，二是画家也对经济收益

有需求（郑文 ９９）。
面对此种复杂性，本文聚焦于明代艺术主流，

探讨艺术家在山水画的寻道过程中，由外向内的

转向。 若说南宋之前的早期艺术家们，在绘画中

主要再现外部世界，以问道于自然为主流，那么南

宋及其之后的艺术家们便问道于内心，他们通过

描绘山水来表述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思想，所谓借

景抒情和托物言志便是。 在元代，艺术主流更关

注个人的内心世界，画家们以不同方式而专注于

个人化的小天地，于山水画中营造出自己的隐逸

世界。 到了明代，山水画的主流似乎应该顺水推

舟，文人画家应该更进一步纠结于自己内心深处

的隐蔽之所，在那里品味道的义理。 然而，中国艺

术史的发展并无这样的应该之说，并未遵循线性

发展的逻辑，山水画并未如此这般向前推进。 笔

者在艺术史研究中发现，明代山水画的主流是在

明初折身返回，回到南宋之前的问道于自然，然后

重复了由外向内的转向，在明代中期问道于内心，
并在明末抵达内心深处，以至于放弃了对寻道者

之外在形象的描绘。 这就是说，明初的浙派绘画

主要是再现自然山水，然后渐渐向内转，到明代中

期的吴派绘画，则表现内心世界，问道于自我内

心，而到了明末的松江派，文人画家们直抵内心最

深处，不再描绘外在的人物形象，山水主流至此

消解。
如果艺术史真有所谓“目的论”的发展线索，

那么为什么明代山水画没有承续前代绘画而接着

发展下去？ 如果历史的发展并无目的，那么为什

么明代山水画会重复前代的主流？ 无论答案是什

么，我在艺术史研究中观察到的是由外向内转的

主流，此主流发展到明末而消散。 这一观察所见

的重复，先出现于元末，其时，倪瓒的山水画中点

景小人缺席，预示了山水主流的消散。 然后历史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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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自身，在明末画家董其昌的山水中，点景小人

再次缺席。 尽管在元明两代其他画家的作品中，
也有人物缺席的情况，但属偶然，而倪董两位分别

是各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具有代表性，其山水

画中人物图像的缺席，并非偶然，反倒是着意为

之。 山水画中缺席的人物扮演着零符号或空符号

的角色，其所指是文心之道的空无观念，恰如佛道

哲学所言，世间万物皆源于空无，也归于空无。
就艺术传统来说，中国山水画中总是绘有点

景小人。 存世至今的最早山水画《游春图》，绘制

于公元六世纪的隋代，画中点缀着各样人物： 或

立于水岸，或漫步山间小道，或骑马于林间，或赏

乐于舟中。 当艺术史发展到唐五代时期，山水画

中的点景小人渐趋理想化，多被描绘为旅人、渔
夫、观想者，或诸如此类，李思训、李昭道、董源的

作品便是例证。 到了北宋时期，画中人物的描绘

出现程式化倾向，范宽、郭熙山水中的点景小人，
皆似依据某种模式绘出。 南宋渡江，其横式山水

中更是渔夫隐现，而在元代山水画中，异族统治下

南方文人的生活情态若隐若现，孤寂的点景小人

多为独步沉思者，而凡有山水处，皆有独行客，山
水中点景小人的程式化处理，终于演变为绘画

陈规。
按照这一陈规，渔夫多独钓于孤舟或苇岸，旅

人或独行或三三两两，时有车马相随，或是江岸送

别、登高入山、遁于林壑。 至于孤独的观想者，要
么独赏高山流水之壮美，要么独思大自然的启示，
或在夜色中观月，反省人生的意义。 再或者，孤独

的点景小人在山水间茅庐里阅读，置书于几上膝

上，或执于手中，要么掩卷静思，要么与一二友人

交谈，或抚琴，或弈棋。 在通常的艺术史叙事中，
这些点景小人皆是道家隐者的化身。 然而，在我

对山水传统的解读中，我将这些人物意象视为寻

道者的化身，所谓渔夫、旅人、观想者之类，只是寻

道者的伪装而已，是同一人的不同面具，是同一所

指的不同能指。
就画面布局的陈规而言，传统山水画中的点

景小人，通常被置于构图中心之外，不在视觉焦点

上，而处于画面下方的一角。 若是横式长卷山水，
观画者的视点易于从画中向下移动，去观照山水

下方的人物，这或可勉强算作视觉中心。 但竖式

立轴则不然，点景小人并不绘于构图的视觉中心

处。 其实，无论是横式长卷还是竖式立轴，点景小

人都远离中心，换言之，即便横幅中偶有接近中心

者，其构图处境和视觉地位也绝非安全可靠，而远

离中心才是人物位置的常态。 正是由于非中心的

位置，本文得以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引入山水画

研究，尤其是德里达的延异概念。
在中国艺术史的发展中，山水画俨然自成一

体，而其寻道者的意象虽非视觉形式的中心，却是

山水世界的修辞和观念中心。 那么，此处是否暗

含矛盾？ 换言之，本文引入的解构概念与中国山

水画的符号研究究竟有何关联？
德里达（１９３０ 年—２００４ 年）并非符号学家，

但他的解构思想却源于其对索绪尔符号学之二元

意指系统的颠覆，这颠覆甚至改变了符号思维的

方式。 虽然德里达的相关著述问世于上世纪六十

年代后半期，但他的解构思想却领先于他的时代，
超越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结构主义。 德里达属于七

十年代之后的学术潮流，其解构主义主导了八十

年代以来的思想文化，为二十世纪后期的后现代

思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毋庸讳言，德里达的理论复杂且富于争议，本

文无意介入之，而仅聚焦于意指延异的概念，由此

探讨两个议题，即符号所指的延异和意指系统的

去中心化。 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山水画主流的

历史重复，便是所指的延异，而寻道者的伪装和点

景小人的缺席，则与去中心化相关。 山水画中的

寻道者总是在路上，而寻道之路又指涉山水画的

发展主流，例如由外向内的转向。 那么，寻道者的

消失，是不是山水画主流的消失？
的确，以上表述中貌似存在逻辑漏洞，涉及意

指过程的问题： 如果道是山水符号的终极所指，
那么寻道者的行为和事件又是什么？ 在语法学的

意义上说，符号所指究竟是主语的宾语还是主语

的动词行为？ 在这一选择疑问句中，能指与所指

间的意指关系并不确定。 德里达很清楚这一不确

定性，并因此而提出了一个反索绪尔的重要观点，
即能指与所指的分离。 在此，“延异”的概念既否

定了意指系统的确定性，又否定了所指的确定性。
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德里达以术语“束”来描述

其延异，他在名篇《延异》中写道：

为了应用我称之为“延异”的概念，
我力图将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集为一

束，［……］“束”字可以有效标注这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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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编排结构，而结构关系则可使不同

趋向的含义汇集起来，也可使之消散于

不同方向，也即： 意指的不同动向可以

汇集，而相同动向则可以分散开去。
（Ｍａｒｇｉｎｓ ３）

正是由于上述考虑，德里达创造了“延异”一
语，用以解构索绪尔的意指系统。 索绪尔的能指

与所指的关系以语音为基础，词语之间不同发音

的差异，区分了词语的含义，保证了能指与所指间

的意指关系。 发音也提示了说话人的在场性。 德

里达 称 这 一 符 号 体 系 为 “ 语 音 中 心 主 义 ”
（ｐｈｏ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并用 “延异” 一语来解构此中

心： 他自创的法语“延异” （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之发音，与
法语“差异”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没有差异，听之完全相

同，但二词含义的差异，却由拼写的差异来区分，
而非发音的差异。 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了解构主

义的 下 一 个 重 要 概 念 “ 书 写 中 心 主 义 ”
（ ｌｏ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虽然这两个概念一涉语音一涉

书写，但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说，二者并无差异： 在

符号意指系统中，二者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是

相同的。
顺其思路，我在此提出 “图像中心主义”

（ ｉｍａｇｅ⁃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ｉ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ｓｍ），以之研究明代山

水画。 就符号的结构和功能而言，这一概念与德

里达的上述二概念并无差异，如在解读明代山水

画时，我将画中的点景小人视作寻道者的在场，以
及艺术家本人的出场。 事实上，德里达在其解构

主义著作《论文字学》的第一章里，便涉及了这种

相同的功能：“我们所谓‘书写’，无论是否字面上

的，皆泛指所有书写，甚至指不同的空间媒介，例如

电影摄影、舞蹈动作、绘画图像、音乐声响、雕塑刻

制，凡此种种，皆为书写”（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９）。
如前已言，在中国艺术史上，明代山水画里的

寻道者意象为中心意象，以旅人、渔夫、观想者之

类图像为面具。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这些面具无

非是隐喻符号，既与自然山水密切相关，又超越了

自然山水（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１７）。 这一中心图像

在一方面揭示了山水画由外向内转的发展主流，
又在另一方面以所指的延异而解构了这一主流，
同时还以图像的缺席而解除了意指系统的中心。
我们且比较元末的倪瓒和明末的董其昌，在他们

的末世山水画中，寻道者缺席，既无旅人，也无渔

夫，更无观想者。 在中国艺术史上，在元明的两次

末世之际，山水画的中心意象皆付诸阙如。
或许，“图像中心主义”之说在此貌似缺乏实

际意义。 德里达以语音中心和书写中心来呈现主

体性的在场，而他所要解构的，也正是这一在场

性。 借此思路，我认为寻道者意象的缺席，是艺术

家出场的另一种方式，即道家的反论方式，以缺席

来表达在场之意。 在我看来，由于涉及佛道两家

的空无思想和新儒家的心性哲学，艺术家的主体

性在寻道之路上的缺席，正好说明其在艺术史上

的反论式出场。
无论寻道者的中心意象是缺席还是在场，若

以德里达的延异思想去看董其昌山水，那么我会

这样问： 寻道者的能指为何缺席、这会怎样影响

其所指、山水画中缺失了能指的所指是否还能存

在、怎样存在？ 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可能有助于回

答这些问题，因为正是延异之故，明代山水画中看

似确定的符号意指系统才被解构，也才使中心意

象的缺失成为可能。 这是因为延异的概念也反过

来解释了艺术家在寻道之路上的出场和退场，并
最终解除了山水意指系统之寻道者意象的中心

位置。
要之，本文以“图像中心主义”的概念来代替

德里达的语音和书写中心主义概念，并将其延异

之说同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山水艺术中的空无思想

相连接。 与德里达的用法相似，图像中心主义不

仅指寻道者意象在明代山水画中的中心位置，也
指这一中心位置的解除，即明末山水画之“去中

心”的人物缺席。

二、 浙派、意象复现与意指延异

山水画中的寻道者意象，不仅是艺术家本人

的能指，更主要的首先是一个被延异了的所指。
在明代山水画中，这一意象既是点景小人的复现，
也因此而指所指的延异，以及延异的所指。 照德

里达所说，延异发生于符号意指的过程，就寻道者

而言，在明代山水画的发展进程中，这就是一个被

延异了的所指，所涉的意指方式不尽相同，而正是

这不同，方使延异发生。
艺术史学家们在叙述明代山水画的发展时，

通常将其划分为明初、明中、明末三个时段，每一

时段各有主流画派作为代表： 浙派代表明初、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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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代表明中、松江派代表明末。 针对这一通常叙

述，我强调本文的观点： 明代山水画的主流，是对

艺术史的重复，即重复了前朝山水画由外向内转

的历史过程。 广义地说，重复即是延异。
但在狭义上说，这延异的第一阶段相当具体，

是明初山水画中点景小人的复现。 在元末的倪瓒

山水画中，人物图像已然缺席，随之而来的明初浙

派山水画，似乎应该从倪瓒顺流而下，不再描绘点

景小人。 然而，浙派画家好像对倪瓒并无兴趣，他
们并未承续倪瓒所代表的元末主流，而是倾情描

绘山水人物，为寻道者绘出了诸种伪装图像，例如

画中的江岸告别者。 有艺术史学家指出，江岸登

船之际的道别，是山水画的一种修辞方式，旨在赋

予非叙事的山水画以叙事性（李若晴 １２８）。 这

就是说，自然山水中通常缺失事件，而江岸告别则

是一种简化了的事件，告别者即是行事者。 此一

修辞法是中国艺术史里的图像传统，浙派画家对

之情有独钟，而高居翰甚至用“江岸告别”一语来

命名自己研究明初山水画的史著。 我对这一修辞

法的解读是，江岸告别者即为伪装的寻道者，若借

德里达的话来说，这一意象在明初浙派山水中复

现，揭示了艺术家的退场和出场。 就此，我们需要

继续阅读德里达：

人们能揭示的，只是某一确定的

“在场”之时，其时，展示可展示者，呈现

可呈现者。 其时，如果（恰是）“延异”使
被呈现的在场得以被呈现（我在此也可

删除“恰是”一词），那么被呈现者已被

改头换貌，无论对谁，都绝无如实呈现之

说。 恰是延异使被呈现者得以有所保留

而不暴露。 通常情况下，这会在某一点

上超出真实的秩序，而混同于他者，从而

成为神秘的存在。 ［……］无论是怎样

的呈现，这呈现都会是一种缺席的呈现：
一旦呈现，便有消失之虞，这便是缺席。
（Ｍａｒｇｉｎｓ ５ ６）

或许是为了保全自身，元末的倪瓒在其山水

画中删除了寻道者的意象，其画所呈现的是艺术

家的缺席。 这就是说，他的末世山水使艺术家的

缺席成为德里达所说的那种“通常情况”。 但是，
在接下来的明初时间点上，这一通常情况超出了

“真实的秩序”，在明初上升的新兴时代，艺术家

大可不必缺席。 恰是在这一历史时刻，浙派画家

们在山水画中描绘人物，呈现了他们自己的在场。
浙派画家大多是活跃于杭州一带的职业画

家，以戴进为首，而戴进也曾为宫廷画家，在南京

供职于明初画院。 院画通常是歌功颂德的，院画

家们并不热衷于自我表现，至少不会公开表现自

我，而是呈现皇恩皇威，其一法，便是描绘天下山

水的浩荡。 在这一点上，戴进与北宋的范宽郭熙

相仿，其构思、构图，其主题、选材，其大山大水和

点景小人，皆是对前人的重复，而绝不是对元末倪

瓒之空无美学的承续。 不唯戴进，浙派其他画家

也大抵如此，所以我才说，明代山水画的发展从一

开始就是对前代主流的重复，而绝不是对元末人

物缺失的接续。 要之，恰是重复，而非接续，成为

明代山水画的发展主流。
明初浙派山水画对前朝主流的重复，不仅是

重回北宋，甚至是北宋之前对外在世界的再现。
不过在这一点上，艺术史学家们通常认为，浙派仿

效南宋山水，而我却难以全盘苟同，因为这些史学

家们关注的仅仅是笔墨风格，而忽略了美学思想。
对我来说，究竟是写实再现外部世界，抑或非写实

地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皆非风格问题，而是观念

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关注从外向内的转向。

同是描绘山水风景，前人再现外在世界，后人表现

内心世界。 就描绘山水间的点景小人而言，前人

多绘制旅人，后人多绘制渔夫，旅人通常是泛泛关

注周围的外部世界，渔夫则专注渔线入水的那一

点，从鱼竿到渔线，从钓者到渔线入水处，是画家

沉思冥想的内心过程，恰如南宋马远的《寒江独

钓》。 当然渔夫的意象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进程

中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唐五代的董源。 从唐至

明，渔夫意象愈来愈流行，且多见于南方山水画

中，此乃地缘文化之故： 南方多水，其河流、湖泊、
池塘、湿地，皆是南方画家的最爱。 明朝立国是在

南方，太祖朱元璋原是淮河之南的农民，他所领导

的农民军也多是南方人，其义举在于驱逐北方元

蒙。 朱元璋功成之后，先是建都长江南岸的金陵，
然后为了抗阻元蒙再度南下，才迁都北京。 在这

一地缘历史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渔夫成为

明初山水画中的流行图像。
与两宋皇帝一样，明朝皇帝也深知宫廷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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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歌功颂德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两宋之际

的宫廷画家李唐，其历史意义在于从北到南的转

向，也就是从外向内、从旅人到渔夫的转向。 戴进

之例与之类似，但暗含着逆转。 李唐初到南宋杭

州时的山水画，其渔夫意象较为个人化，多心事重

重，这或许与南宋失去了北方领土有关，对李唐而

言，国事家事同一。 然而，戴进山水里的渔夫多是

欢天喜地，即便是沉思的垂钓者，也有歌功颂德之

嫌。 这就是所谓逆转： 歌功颂德既可以是向朝廷

致敬，也可以是独自享受道家隐逸的简约生活。
在这方面，戴进那幅现藏华盛顿弗瑞尔美术

馆的山水画《秋江鱼乐图》是个极好的范例。 这

幅画描绘渔民捕鱼的欢快场景，对明初朝廷不乏

歌功颂德，但仔细研读，我们还能看到画中有两三

个人物似乎不合群。 他们并未与其他渔夫同乐，
而是孤独地躲在苇岸垂钓，或是与人促膝交谈，或
是手执酒杯在芦苇丛中独酌。

此画中的那些快乐渔夫与独自垂钓者所有不

同，见证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 渔夫们肤浅的快

乐延缓了独钓者之深思的所指。 这是画家的修辞

设置，旨在以不同的意象来阻延可能的所指。 但

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看到了这一延异，例如今日

有学者在对渔夫意象的描述性研究中，仅将其视

作隐士。 《江山高隐》一书的作者在其图像研究

中将隐士形象归为三类： 渔隐、舟渔、垂钓，并将

中国艺术史上的这三类隐士之源，追溯到公元三

世纪的山水画起源（赵启斌 １３９）。 阅读这位学

者的历史描述，我可以作出一个符号学的总结：
在中国山水画描绘隐士意象的漫长历史中，能指

是可变的，有渔隐、舟隐、钓隐等不同伪装的形象，
但其所指则是不变的，总是隐士。 然而，我很难完

全同意这位学者的观点，因为他在其分类中未能

指出寻道者及其变形和伪装的关系，未能揭示符

号的进一步所指，而仅停留于分类描述的外在层

面。 就我的解读而言，我视隐士为能指，而非所

指；我认为此处的所指被着意延迟了，其延迟之

法，便是渔夫的肤浅快乐和独钓者的沉思间的互

动。 在戴进山水画中，符号的意指过程有如德里

达之“束”： 各条线索朝着各自的方向推进，有聚

合有分散。 只有重整这些线索之“束”，才能揭示

作为所指的寻道者，且是被延异了的寻道者。
当然，戴进也与其他画家一样，不仅在山水画

中描绘渔夫形象，也描绘旅人形象。 收藏于北京

故宫的戴进立轴《关山行旅图》，在所绘主体的安

排和布局上，遵循了前人的陈规，尤其是北宋之

法，而非南宋之法，其最传统处，是对点景小人的

描绘。 在画面的左下角，一小队行者赶着家畜前

行，正通过一座小木桥，似乎要前往画面中景的小

山村。 但是，若细看山村后面的更远处，会发现还

有行人入山，前往主峰后面的村寨。 那寨子四周

云雾缭绕，颇为空濛，或指高蹈精神。 在隐喻的意

义上说，画中旅人或许正走向道的所在。 即便此

画的构图常见而不奇，但旅人的图像却无疑是寻

道者。
浙派的第二大画家吴伟（１４５９ 年—１５０９ 年）

与戴进相仿，也以旅人指涉寻道者。 除了绘制类

似的渔乐图和不合群的孤舟沉思者而外，他也画

群山大河，如现藏北京故宫的 《长江万里图》
（１５０５ 年）。 画家在长卷的下部描绘旅人，他们或

身负行囊，或背托柴薪，步行于崎岖的山路弯道

上。 他们看上去像是前往山中村寨，但却可能穿

村而过，就像戴进所画的那样，前往更远的永恒

之所。
在进一步讨论既作能指也作所指的这类寻道

者意象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点景小人的重要性，
无论是渔夫还是旅人。 我首先考虑的是，与群山

大川相较，这些人物图像为何如此之小？ 史学家

们通常用道家思想来解释，说是人仅为自然的一

部分，且是渺小而不甚重要的一部分，没有自然便

没有人的存在。 还有学者以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来解释自然对人的包含，尽管强调了人的存在，却
未说明山水画中的点景小人为何重要。 有鉴于

此，我的理解是： 点景小人的重要性在于其隐喻

和象征。 一方面，就客观物象而言，人的体量的确

远远小于自然山水的体量，但在另一方面，这大小

之别，也可延伸为心脑与身体的大小之别。 有了

如此认识，我们便不难理解山水画中点景小人的

重要性： 人乃万物之灵，是符号意指系统的中心。
既然上述《江山高隐》的作者未能论及旅人

和寻道者意象，我在此不得不为中国山水画的意

指体系作一补充： 作为点景小人的旅人，与渔夫

一样，哪怕是程式化的图像，亦为传统山水画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言，南宋以前的山

水画家们多往外部世界寻道，而南宋之后则转而

向内心世界寻道。 为了寻道，元代的文人画家深

入到个人世界和内心深处，不仅以点景小人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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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寻道者，更指涉画家自己，画家便是那寻道者。
顺着这一历史思路，我们得以为山水画中点景小

人图像的发展演进，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艺

术家们先是以“图真”的写实再现而寻道于外在

自然，其后转而寻道于自己内心的隐逸世界，这便

是我的“从外向内”之谓；在此进程中，寻道者意

象是前一符号的所指，也是后一符号的能指，是为

其意指中心的位置。

三、 吴派，寻道者的伪装，
以及“从外向内”之道

　 　 从外向内的转进之道，不仅见于明初的浙派

山水，更见于明代中期的吴派山水。 在转进过程

中，寻道者的诸种图像起了重要作用，并以其伪装

而延异了符号意指的过程。 艺术史学家们一般都

说吴派绘画代表了明代山水的成就，我对此做一

细节的补充，指出这成就得益于吴派绘画中寻道

者的伪装。
吴派兴盛于明代中期，艺术家多为太湖沿岸

人，或是活动于该地区，即今日苏州一带。 在中国

历史上，苏州物候相宜、物产富足，其农业、手工业

和轻工业闻名天下，而养蚕缫丝、航运交通更在国

民经济中举足轻重。 南宋以后，苏州地区因其富

足而向京城皇室上交的赋税比例，逐代增高，以至

于明代有苏州赋税半天下之说。 也由于富足，儒
家重教思想在苏州得以最大化实现。 苏州人无论

家境，户户皆看重子女的教育，其教育投资远高于

其他地区。 当然，苏州与传统的中国一样，所谓教

育首先是博雅教育，而不仅仅局限于识字和写作，
书与画亦是教育的重要环节，甚至琴棋书画并举。
关于苏州的绘画，有艺术史学家说，明代之后的苏

州绘画，便是一部明清绘画史。 此说或有夸张，但
了解苏州绘画，确是了解明代绘画的一大切入点。

若以画家人数而言，明代苏州画坛，聚集了中

国艺术史上最大的画家群，而吴派画家群便是明

代中期的佼佼者，其中沈周（１４２７ 年—１５０９ 年）
和文征明（１４７０ 年—１５５９ 年）最为显赫。 就本文

论题所及的点景小人而言，这两位画家的山水画

皆遵循了中国艺术的传统成规，同时又自有其独

特的出新之处。
本文在前面讨论浙派山水中的点景小人时，

已言及“不合群”的人物形象。 这个议题至关重

要，它使本文的论述与中国艺术史的通常叙事截

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 按照艺术史学家们的通

常说法，浙派与吴派之别，在于谱系和血脉之别，
浙派承袭了南宋绘画的传统，而吴派则承袭了元

代绘画的传统。 我认为不尽然，这是不加思考的

人云亦云，忽视了这两派间的关联。 虽然两派间

有着历史、地缘、政治、文化的不同，浙派以南宋的

政治中心杭州为据点，吴派以明代的商业中心苏

州为大本营，但二者时空之别的意义是什么？ 为

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与通常的历史叙事相对，在承

认其不同之时，更指出其关联，正是这两派间的关

联，使得本文有可能描述明代山水画的符号意指

机制。
我们且回头看一下浙派戴进渔乐图中不合群

的人物形象。 画家一方面按照宫廷绘画的套路来

描绘渔民的愚乐，以彰显浩荡皇恩和普天同乐的

景象，但在另一方面，画家又按照文人画的套路来

描绘独处沉思的寻道者，他们与愚民格格不入。
在我看来，正是这些不合群的点景小人，将浙派绘

画与吴派绘画连接了起来。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

前，我需要指出，浙派不仅仅是院画一派，而且也

具有独立性，并因此而与吴派一样，先后为明代山

水画的意指机制打下了发展的基础，二者最终构

成了明代艺术的主流。
毋庸讳言，与浙派相较，吴派更多地承袭了文

人画传统，与前朝的元代画家一脉相通。 吴派开

山领袖沈周，是元代艺术文脉的热心承传者和推

进者，在这方面，他与浙派的文人倾向有相通之

处，收藏于华盛顿福瑞尔美术馆的沈周《渔乐图》
便是见证。 就所绘主体、构图布局、人物描摹、形
式技法之类而言，此画与戴进的渔乐图多有相似

处，甚至连画名也如此。 不过，作为两派之别，二
画间也有一个逆转。 戴进画中不合群的少数人意

象，其所指是孤独的寻道者，而在沈周画中，不合

群者却是河岸草坡上那几个快乐嬉戏的人。 换言

之，沈周笔下的点景小人，主要是一个个特立独行

的思想者，他们化身渔夫，各自独划一舟，其所指

亦为寻道者。
戴进与沈周的此一相异相对，赋予明代山水

画中人物图像以反讽价值，而二画间的视觉相关

性，则超越浙派与吴派的时空之别，将二者一前一

后置入了艺术史的发展主线，构成由外向内转进

的中心环节，构建起明代山水画的意指机制。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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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述，从外向内的转进是明代绘画发展的大方

向，是明代山水画对前朝山水画之发展历程的重

复。 也如前所述，这重复是说山水画中的点景小

人意指寻道者，他们先寻道于外在的自然山水，然
后转而寻道于自我内心，是为向内转的寻道历程。
这一历程是历时的，而不仅仅是空间的，恰如戴进

与沈周的两幅渔乐图之间的相关性跨越了历时鸿

沟，见证了中国山水画史上持续不断的寻道进程。
在此，我借德里达的术语来说，寻道者的符号及其

意指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存在。 有西方学者对德

里达作批评性研读，强调历时性之于历史观的重

要性，其所言，正好是我所欲言：

我们有必要暂停一下，以便反思德

里达在论述符号概念的历史观时那奇妙

的历时性。 这一概念既是作为创新的工

具而出现，也是作为传统的积淀而出现

的。 若要理解德里达的历史观，便有必

要想象作为创新的符号是怎样在原地将

作 为 传 统 的 符 号 连 根 拔 起 的。
（Ｄａｙｌｉｇｈｔ ９）

为了进一步探讨寻道者的意象，我需要顺着

德里达的符号思路进行发挥： 中国艺术史上寻道

者的寻道历程，是山水画发展之主流的能指，而明

代山水画对前朝自外向内转进历程的重复，也是

这一历程的能指，此乃明代山水画之重复的要义。
此处将德里达的概念引入本文所讨论的明代

中期吴派与明初浙派的相关性，尤其是二者对立

关系的逆转，我们面临了一个互文性问题： 沈周

绘制渔乐图的初衷，究竟是不是着意针对戴进的

渔乐图？ 我没有物证来做肯定回答，而且也质疑

这种可能性，我只能说渔乐图是明代山水画的一

种流行主题。 但是，我不认为这两幅画的相关性

纯属偶然。 明初和明中浙吴两派的诸多画家，皆
有在山水画中表现这一流行主题的，无论是否描

绘不合群的独钓者，这些形象皆意指寻道者。
当然，除了上述相关性，沈周的确也不同于戴

进，他更沉迷于自己的隐逸世界。 沈周并非出身

于豪门贵胄，而是苏州殷实的商学之家，他受过良

好的教育，却无心仕途。 我们读其画，可见渔夫之

外，他更醉心于描绘漫步沉思者，并以独赏大自然

的假象出现。 且看其现藏北京故宫的横幅长卷

《沧州趣图》，画中的岩间急流上，有独步者伫立

小桥。 凭其衣饰和发式，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个点

景小人是位读书人。 在这窄窄的小桥上，他不是

留心脚步，却是举头观望，其心在远方，所思也渺

远。 或许，他的所思为宇宙之道、世间之道、人心

之道，或许他并无所思，只是要清空心绪。
我对此画的解读，还在于将这陷入沉思的点

景小人，看做是作者本人的写照。 现藏台北故宫

的沈周另一名画《庐山高》 （１４６７ 年），便支持了

我的看法。 就构图和笔法来说，此画颇近元代王

蒙，但这并非我的关注点，我关注的是由外向内的

转进之道。 根据画上题记，此画是沈周为其师生

日所绘。 在这幅山水巨制的下部，有一点景小人

独立于溪边岩石上，正举头观望，凝目深思。 根据

衣饰发式判断，这也是一位读书人，但不是画家的

老师，而是画家自己。 何以有此说？ 沈周在画中

描绘了自己的老师，但非画中的点景小人，而是让

人仰止的高峰。 这是画家的象征或隐喻笔法，指
涉画外的仰慕之师。 在这高峰峻岭之下，作为自

己形象的点景小人小得几乎失去了比例，但同时

却又极其重要。 高峰之下，正是这位渺小的举头

观望者，以凝视和深思而赋予高峰以崇高威严之

感，赋予画中山水以丰富而厚重的力量，这既是视

觉的力量，也是心理的力量，更是哲学的力量。
如此解读画中的画家形象，我们可以发现被

延异了的意指进程，并将其理解为德里达所说的

能指的“随意游戏” （ ｆｒｅｅ ｐｌａｙ），触及画家的在场

和画家老师的缺席。 关于在场与缺席的互动，德
里达有深刻论述，他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
符号与游戏》一文中写道：

游戏干扰了在场。 某一元素的在场

总是有所指的，并总是在意指链系统的

不同环节和片刻中替代所指的对象。 游

戏总是针对缺席和在场的游戏，若想得

极端一点，那么游戏必是在出场和缺席

之前便被接受。 所谓存在，必须作为在

场或缺席而被接受，前提是游戏的可能

性，反之则不然。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２９２）

照此说来，沈周出现于自己的画中便是一种

干扰，延异了其师的出场。 但是，其师的不在场，
实为意指链上之在场的缺席，只不过隐藏在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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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某处。 换言之，尽管沈周的老师未出现于

画中，但却由其仰慕者所指示。 在中国文化传统

中，为人师者乃道的化身，其解惑传道，使其立于

至高之处。 在沈周《庐山高》中，老师的缺席延缓

了道的意指过程，这一延异预示了画家一些后期

作品中点景小人的缺席，例如北京故宫所藏的

《仿倪瓒山水》 （１４７９ 年）。 在《庐山高》中，遗世

独立的意识成为缺席之师的精神意象，并再现了

不在场的道。 作为道与师的仰慕者，出场于画中

的画家，以沉思的意像而指涉了寻道者的在场。
这位寻道者并非在找路，而是在山水间寻找一条

通往高山之巅的精神之路，以便前往道的所在。
德里达认为，延异总与缺席同在，所以在场的

缺席，其价值也就潜在于意指系统中。 就此，德里

达在《延异》一文中写道：

所指的观念决不会以其自身而出

场，而其出场也决不会指涉自身。 就其

必要性与合法性而言，每一个观念皆被

嵌刻于系统链中，并因此而指涉他者，指
涉另一观念，其法乃是玩差异的游戏，从
而产生延异。 这样一来，差异的游戏便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而是具有了观

念的可能性，也即通常所谓的观念化过

程。 （Ｍａｒｇｉｎｓ １１）

参照德里达，我得以这样思考： 从艺术家编

码的角度说，意指过程就是观念化的过程，所指无

论是否出场于画中，都一定是隐蔽在某处。 所谓

在场的缺席，实乃戴上面具或以伪装的身份而隐

蔽出场，目的是使符号系统的意指机制在貌似所

指缺席的情况下仍能有效运作。 这样，无论在场

还是缺席，作为能指的人物图像都在符号系统的

表层结构运作，而其所指则潜在于深层结构。 此

处所谓表层结构，指画中扮演能指角色的诸图像

间的互动，而深层结构则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互

动，二者向度不同，前者为横向互动，后者为纵向

互动，而深层结构中的所指则操控着这两个互动。
其实，沈周本人也为人师，他教出了明代中期

艺坛的第二位大艺术家，吴派第二人文征明。 文

征明曾在京城宫廷短期任职，不是当宫廷画家，而
是作文官，然后卸任还乡，回到苏州隐居，后来成

为著名隐士。 在文征明的山水画作品中，出现了

诸种人物形象，如村夫、学士、渔人、行者之类，画
中各色人等，皆是身着伪装的寻道者。 与其师沈

周一样，文征明也喜欢描绘观想者，并以此形象而

在山水间出场。 在他那幅现藏台北故宫的《雨余

春树》（１５０７ 年）中，直接出场的画家正注目凝视

面前的两棵高大的松树。 这凝视贯通了指涉外部

世界的松树，与指涉内心世界的人物。 一方面，画
家面前的两棵大树，可以被视作画家内心世界向

外部世界的投射，另一方面，这两棵树也可以反过

来被视作外部世界向内心世界的投射。 在这双向

投射的互动中，春雨洗心，是为画中人和画外人冥

想的要义。

四、 松江画派，图像的消失，
以及明代艺术发展的终点

　 　 以上关于精神之道的讨论，将本文的话题引

到了晚明松江画派领袖董其昌（１５５５ 年—１６３６
年）的山水画，特别是其画中点景小人缺席的问

题。 此处所谓精神之道，是佛家思想中关于“空”
的观念，也是道家思想中关于“无”的观念。 这两

家的空无哲学，皆处于明代山水画发展的终端位

置，这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文人画传统的终极之点。
松江画派的重镇是今日上海地区，就审美理

念、绘画风格、笔墨技法之类而言，该派几乎与吴

派一脉相承，甚至被认为是吴派的余脉。 尽管在

时间上两派有百年之隔，但上海与苏州在地理上

相当靠近，属于同一区域，文化习俗也很接近。 董

其昌是松江画派的奠基人和领袖，不仅是该派的

重要画家，也是晚明时期的代表画家。 董其昌习

艺，学自古代大师，尤其是临摹元代文人画大师的

山水。 同时，董其昌也是著名知识分子，曾应诏进

京，入宫作皇子太傅，施教于未来的年轻皇帝，只
不过并非教其绘画艺术。

作为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画家之一，董其

昌极受艺术史学家们关注，是被中外学者研究最

多的一位画家。 在西方学术界，高居翰在对中国

艺术史的研究中，于董其昌着墨极多，甚至在专著

《山外山： 中国晚明绘画 １５７０—１６４４》一书中，就
董其昌而专写一章。 在长达四十余页的专章里，
高居翰对董其昌临仿前人的问题做了两项个案研

究，其观点是： 董其昌临仿前辈大师的目的，不是

为了复制，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前人，为了自己的

·１５２·



符号延异与图像缺失： 明代山水画中的寻道者意象与艺术主流的终结

艺术创造。 用高居翰的原话说，这是为了“综合前

人成就” 而 “创造性地摹仿” （ Ｃａｈｉｌｌ １１８，１２０，
１２３）。

何谓“创造性”？ 高居翰自有其说，但我另有

所解。 细读董其昌的临仿之作，我注意到一个不

寻常之处： 无论是摹仿早期画家还是后期画家，
无论被仿的原作里是否绘有点景小人，在董其昌

的仿作里，几乎都空无一人。 例如，五代时期的僧

人画家巨然，通常都在自己的山水画中描绘点景

小人，即便人物形象模糊难辨，我们还是能在山间

小路上或茅屋庙宇里看到孤独的隐者或文人。 然

而在董其昌那幅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摹仿之作《仿
巨然山水》里，却空屋不见人，甚至空山无人声。
无独有偶，董其昌所敬仰的元代文人画家赵孟頫

和王蒙，皆在山水之间描绘点景小人，但在董其昌

的仿作里，却人影全无，例如现藏北京故宫的《仿
赵孟頫秋水图》，以及现藏台北故宫的《仿王蒙

笔意》。
当然，这不是说董其昌的绘画中就完全没有

人物。 在一些并非临仿的画作里，他偶尔也星星

点点画三两个小人图形。 除此而外，董其昌似乎

的确无意在山水间描绘人物。 我就此要提出的问

题是： 董其昌在仿绘前人山水时，为什么要去掉

画中人物？ 这是不是高居翰所谓“创造性的摹

仿”？ 遗憾的是，高居翰并未在自己的长篇大论

中讨论这一问题，可能他对这一问题并无兴趣，所
以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董其昌认识到了自

己的反自然方法，以及在画中对人物和琐碎细节

的省略，这些或许会降低自己画作的知名度，会影

响普通人欣赏自己的画作。 不过，反正他也不在

意普通人的看法，［……］”（Ｃａｈｉｌｌ １１５）。
所谓“不在意”，并未触及问题的要害。 那

么，在山水无人这个具体问题上，高居翰是否读懂

了董其昌？ 高居翰似乎并不关注这个问题，因而

与之擦肩而过，也因此给我留下一个重要空挡去

填补。 观赏董其昌存世的全部作品，或阅读尽可

能多的董其昌山水画，我有四点所见： 其一，董其

昌摹仿的前辈大师，基本上都是文人画家，或他所

称的南派画家，在这些画家的山水画中，基本上都

绘有点景小人；其二，董其昌对前人的摹仿，除了

个别外，基本上都略去了画中人物；其三，几乎仅

有倪瓒是例外，他是被仿的元末文人画大家，画中

几乎无人影；其四，在董其昌的创作中，而不仅仅

是在其仿作中，点景人物也很少见。 于是，我不得

不在此提出同一问题： 这是为什么？ 董其昌为何

不在山水画中描绘人物、这样做有无意图？ 若有，
其意何在？

法国一位研究中国艺术的学者弗朗索瓦·朱

利安（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Ｊｕｌｌｉｅｎ）探讨过中国山水画中的类

似问题，即出场与缺席。 虽然朱利安在《大象无

形》一书中探讨的是自然图像和笔墨形式，而非

点景小人，但触及了中国哲学中的存在问题，此问

题对本文讨论董其昌的无人山水极有启发。 我们

且读朱利安的言说：“中国画家们［…］不去描绘

独特的少有转折的一面，实际上，他们无意于呈现

原貌，无意于呈现描绘对象于现场。 相反，他们以

半明半暗忽明忽暗之法，去描绘似与不似之间，呈
现不在场者”（ Ｊｕｌｌｉｅｎ ４）。 我赞同这位法国学者

对在场和缺席问题的观察，但不敢苟同他这样的

看法：“中国与欧洲的探索精神相去甚远，且不走

本体论之路，无意于关注身份问题，不问‘此为何

物’。 中国也无神学研究，其结果，为了补不足，
便教条式地宣称所谓深不可测，既不因‘存在’的
在场而仰慕之，也不因 ‘神’ 的在场而仰慕之”
（Ｊｕｌｌｉｅｎ ７）。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述，朱利安更在《实质或

裸体》中争辩说，西方艺术中作为描绘主体的人

物裸体，代表着哲学上的本体实质，但中国艺术中

却不存在。 然而在我看来比较诡异的却是，董其

昌的无人山水正好是一个反证，其具备的本体论

价值，恰恰在于佛家和道家的空无思想，这反证了

中国古代哲学的存在观。 正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

说，董其昌无人山水画的价值，在于他寻获了以描

绘无人山水而通往空无之道的途径，并直抵内心

最深处，触及了永恒的道。 因此我要说，董其昌不

需要在画中为寻道者编码，不需要描绘旅人、渔夫

或观想者。 董其昌本人就是佛学大师，后来从京

城返回松江，转而为道，又成为道学大师。 因此，
他不需要伪装的图像和面具，他本人就是寻道者，
是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得道者。

按照德里达所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与

虚无的辩证关系，我得以洞悉董其昌无人山水的

形而上意义和符号学价值。 德里达在《论文字

学》第一章里写到：

（海德格尔）所读的“存在”，是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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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的，但删除的记号却又不“仅仅是一

个否定符号”。 这一删除是一个时代的

最终书写。 在删除的笔迹之下，所指的超

验在场被抹去了，但却又仍留在那里清晰

可见。 删除却又还在，抹掉却又可见，这
便是符号的用意。 就既有限又无限的本

体论神学而言，就在场的形而上学与书写

中心主义而言，这最后的书写，也是最初

的书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３）

依德里达所言，缺席指涉在场，以这样的眼光

再看董其昌的绘画，我们便不会因此而吃惊： 在

他的画中，山水间的乡村茅屋总是空无一人，无论

是孤零零的寒舍，还是一群民居，无论处山水之

远，还是在岩岸之近，空无一人是常态，却又提示

了居者的所在，指涉了人物的在场。 用德里达的

话说，这是缺席的出场，或在场的缺席，用中国古

代哲学的话来说，几近于佛家的空和道家的无。
如前所言，董其昌先后学佛习道，甚至与佛家极端

派的“狂僧”有往来，尤其着迷于南宗禅的顿悟

之教。
那么，董其昌的佛道修习与其无人山水有何

关系？ 高居翰对董其昌的研究，主要是一种风格

研究，专注于描述其用笔用墨和构图布局，以及生

平家世和社会交往，而并未讨论山水无人的问题。
对于本文的图像研究来说，既然董其昌的山水画

中几无图像，于是我填补高居翰遗留的学术空白，
便是德里达式的，专注于佛道两家的空无哲学。
老子在《道德经》中以比喻之法，讨论有用与无用

的辩证关系，其结论是：“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

为用”（黄钊 ５６）。
以我的理解，老子的“无之以为用”有助于我

们理解董其昌无人山水中的空无思想。 也就是

说，象之不存，乃道之所在；万物生于无，是为老子

的启迪，也是董其昌的用意，所谓无笔墨处见精

神，这精神貌似缺席，却出场于画家内心最深处，
是寻道之途的目的地。

有趣的是，那位法国学者朱利安在讨论老子

时，其实并非没有留心到中国山水画的本体论价

值，他或许只是不愿承认罢了。 我们且读其所言：
“恰如老子所倡，欲重归于道，便得重归于根本。
那根本之处并无特别的阻碍，形式的决定性特征

尚未运作，在那里，有与无之间的混沌状态正好就

是存在的整体”（Ｊｕｌｌｉｅｎ ４７）。
这也如老子所言，道的本体存在恰是无，是无

所有，所谓“大象无形”便是道的显现，朱利安醉

心于此，将此用作自己的书名。 在中国传统哲学

中，佛家的“空”与道家的“无”并存，在某种意义

上讲，这是中国道家思想对外来的佛家思想的接

受或本土化。 英国学者柯律格在其研究中国明代

视觉文化的著述中，曾言及明代通俗艺术中的妖

魔图像，言及佛家改良派对此所持的辩证观。 但

是，柯律格在此所触及的反偶像主义，实乃出自政

治和道德上的实用考虑，而董其昌山水画中点景

小人的缺席，却是形而上的，更多地与禅宗关于空

无的本体思想相关。
在言及这个问题时，一般的作者和读者通常

都会引用南宗禅学祖师慧能（６３８ 年—７１３ 年）著
名的五言偈句“菩提本无树”。 但是我宁愿在此

引用初唐诗人王维（７０１ 年—７６１ 年）那首知名禅

诗《鹿柴》，因为此诗不仅具有视觉性，也有视觉

的空无感，而董其昌更指认这位诗人为中国文人

画的鼻祖。 王维诗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

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洪 ２２５）。 毋庸

讳言，此诗有助于我们将董其昌画中的空舍空山

和空景，理解为禅的空无世界。
此诗与董其昌的山水画相似，焦点皆是空无，

首行“空山不见人”是禅的视觉悖论，既描述了可

见之景，又绘出此景之空，正好可以用来解释董其

昌画中在场的缺席，也即本该在场的人却没有出

场，唯留空舍一两处。 空舍当然是山水间人之存

在的符号，既是在场的能指，也是画家入山却不见

人的能指。 此诗第二行“但闻人语声”中的“语”
和“声”，不仅指涉了缺席的出场，也直抵不在场

的精神性，即佛家的空无思想。 于是，林中回照便

如聚光灯一般直射空无，以佛家哲学来启迪人生。
在董其昌笔下的山水中，未出场的不仅是山路上

的寻道者，更是精神上的寻道者，因为禅的顿悟无

迹可寻。
中国有学者在艺术史研究中，专门探讨了董

其昌的禅学思想与佛门“净土”禅派的关系（马蔺

非 １３２）。 在我看来，这一关系的价值，恰是山水

无人的空无图像，因为净土派所主张的便是大地

之净。 至少在字面上，净土可以解为无人山水，而
这字面意思，与董其昌山水也遥相呼应。 据这位

学者的研究，净土派对董其昌影响极大，而董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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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画论中，也宣称净土即禅。 这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董其昌山水画中的寻道者几乎总是不

在场。
寻索智慧，以及依智慧而寻索，这双重行动成

就了寻道者的觉悟。 前面已经提及，董其昌曾服

务于宫廷，先是给王子做太傅，后是给朝廷做文

官。 由于儒家思想是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于是董

其昌不得不遵从之。 在这个问题上，高居翰在其

董其昌研究中，提到了王阳明 （１４７２ 年—１５２９
年）的“知行合一”说，但未作论述（Ｃａｈｉｌｌ ８９）。
这个问题有必要稍作讨论，为此，我需要先回到德

里达，因为他在《人的终结》中，认为人物形象的

消失，是有限之人的缺席（Ｍａｒｇｉｎｓ １２１）。 就我

对德里达的理解而言，人的存在有两端（ｅｎｄｓ），即
肉身的图像与精神的实质。 这样，所谓在场者，应
该是无限的人，而非有限的人。 在董其昌画中，人
物形象的缺席，只是肉身一端的消失，而精神实质

却无处不在。
通过以上讨论，我可以这样说： 作为能指，寻

道者的图像涉及了两个不可分割的所指，一是中

国山水画之发展的主流，二是艺术家在内心世界

里对道的追寻。 寻道者的延伸所指是画家及其寻

道之旅，当寻道者的意象消失于山水间，符号意指

的最终延异便被抹除了，唯有空无的场所留给缺

席的出场者，在寻道者自我指涉的悖论中，“返景

入深林”，于是作为所指的道，便“复照青苔上”。

五、 中心、主流与历史观

就明代山水画的符号系统而言，寻道者的图

像，以及寻道者图像的消失，指涉了从外向内的寻

道主流；画中的点景小人，如旅人、渔夫、观想者，
皆是图像能指。 若将能指与所指统合起来，构建

一个符号意指体系，那么该体系应有两个方面：
其一，体系的中心是人物形象，即寻道者的意象，
于是方有“图像中心”之说；其二，作为一大原因，
人物形象的缺失，造成了所指的延异。

德里达的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心化的体系

结构及其两个方面：

尽管结构或结构性总是在运作，但
运作效能却总是被抵消或减低。 无论是

建构中心的过程，还是指出其在场，运作

及其抵消和减低，皆是结构的固化之源。
结构中心的功能不仅在于导向、平衡并

组织这个结构，因为事实上人们难以想

象一个无组织的结构，而且更主要的是

确认这个结构的组织原则可以制约所谓

的结构的游戏。 结构的中心意在引导并

统合这一结构体系的一致性，惟其如此，
结构的中心方能允许结构要素的游戏，
这当然是在整体形式之内的游戏。 即便

是在今天，一个没有中心的结构也是不

可思议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２７８ ７９）

中心化结构的固化，是解构的前提。 德里达

的洞见在于，他既认识到结构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又指出了结构中心的功能会妨碍结构的效用。 在

此，德里达的解构阐释与批评方法是 “双重阅

读”，也即先建立结构，尤其是固化的结构，然后

再暴露其局限性并解构之。 与此相似，董其昌的

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描绘山水和研究艺术史的实

践中，洞悉了中心化的意指系统，洞悉了这个系统

中隐蔽的视觉秩序，于是得以游刃有余地把玩空

符号，将山水画的中心意象寻道者，描绘成缺席的

在场，是为能指的延异。
德里达式的双重阅读也可用于阐释董其昌画

论，特别是他关于艺术史的论述。 董其昌的“画
有南北宗”之说，勾出了中国艺术发展史的两条

路径，并认为文人画是这二元结构的主导方面，是
中心，而文人画的演进，则是中国艺术史的主流。
在他的历史描述中，董其昌实际上将他本人放在

了主流前端的位置，成了中心的中心。 当然，董其

昌的确是实至名归，应该被视作明代绘画的最后

一位大师，视作中国艺术主流的最后一位卓有成

就的寻道者。
董其昌为中国艺术史所描述的两条二元发展

路径，一是文人画的传统，二是宫廷绘画的传统。
虽然二者以其互动而共同构成艺术史的主流，但
董其昌强调的是文人画。 我们且读董其昌在画论

《容台别集》第四卷里的两段论述：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 其后董源、
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

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 直

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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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圭皆其正传。 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

钵。 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

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

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 但其人非南北

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

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驌，以至马、夏
辈。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

之法，其传为张躁、荆、关、郭忠恕、董、
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 亦如六

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
北宗微矣。 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
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
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 吾于维也

无间然。 知言哉。 （彭莱 ２６６）

艺术史学者们对董其昌画论已有足够研究，
多阐发其所论者何，其中，今日年轻学者王安莉认

为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主要是从分类学意义上探讨

艺术的发展，是表述艺术理想的口号 （王安莉

２７０）。 我并不反对这种一般化的阐释，但我认为

董其昌在南北宗画论里表露了一种类似于黑格尔

历史哲学的目的论思想。 我们先细读文本。
初读董其昌，第一印象是其论并无学理，仅是

人名的罗列组合，但问题是：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

人名？ 怎样组合？ 这当然是中国艺术史上的著名

画家之名，皆在董其昌之前。 那么，下个一问题便

是： 董其昌为什么要将这些人名组合起来、编排

成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理论文本？ 这编排过程中有

无德里达所说的那种“组织原则”？ 若有，会是什

么原则、且与董其昌的写作意图有何关系？ 在中

国艺术发展史的语境中阅读董其昌画论，我或许

能读出作者的组织原则： 其一，在艺术史的给定

时段里，董其昌举出的相关画家，皆代表着那一时

段的艺术成就；其二，这些画家之名也呈现了两个

平行发展的艺术谱系，以及各自的接续；其三，更
重要的是，董其昌看重文人画传统的接续。

再读董其昌，我见其所列名单为两组。 在文

本第一段，作者列出了唐五代、北宋、南宋、元、明
各代的文人画大家，之后，又列出了南宋的宫廷画

家，并作了两点注释： 首先，这些宫廷画家属于李

思训父子一路，其次，对“我们”（吾曹）来说，他们

不易学。 这“我们”，无疑是作者本人及其文人画

家一路的同仁，与宫廷画家相对。 显然，由于个人

品味和喜好不同，董其昌贬低宫廷画家，抬高文人

画家的重要性，突显了他自己的文人画家立场。
前面已经指出，董其昌将自己置于文人画主流的

前端，虽然这不是将自己的姓名列于主流推进的

前端，但细审其文本中的“吾曹”一语，我可以这

样推断： 董其昌从读者角度以隐含作者的身份而

揭示了自己的写作意图，这就是以著书立说来将

自己写入艺术史，归为文人主流，成为主流发展的

前端。 既然身在前端，他便既是寻道者，也是文人

画体系中心的中心人物。 董其昌是否过于自负？
我读其画，认为他当之无愧。

董其昌是怎样建构这一体系的、这一体系意

指什么？ 我们且读董其昌南北宗画论的第二段，
从中寻找可能的答案。 这是后世学者经常引用和

讨论的段落，这段文本以比喻之法而并置了佛教

史上的南北禅宗和艺术史上的文人画与宫廷绘

画。 董其昌特意指出，画中的南北之分，不是地理

上的，不是画家的出生地或活动地域，而是按照其

承续的艺术传统。 大凡继承文人画传统者，被归

为南宗，而继承宫廷艺术传统者，则归为北宗。 二

者的区别何在？ 董其昌有所选择地重复了两派重

要的画家之名，进而阐述之： 王维以淡渲而开创

了南宗文人之法，强调淡墨晕染，从而改变了强调

笔力的勾斫之法。 在此，南北之别在于用笔用墨

的轻重，以及着力的不同。
不过，进一步细读这段文本，即便是在语言的

表层，我读出“淡渲”与“勾斫”之间的逻辑关联不

够顺畅，前后行文不够一致，因而欲对这二语的关

系提出质疑。 文中“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
变勾斫之法”一句，貌似董其昌认为勾斫之法生

变，肇因于王维始用渲淡。 但是在中国艺术传统

中，用笔和用色各有不同的功能，两者不属同一对

二元范畴，而是平行的不同范畴。 就语法、修辞和

逻辑而言，刚毅之线与柔软之线可以相对，淡彩与

重彩可以相对，而渲淡与勾斫则不是相对的，却是

平行的，王维始用淡渲不应为勾斫生变的肇因。
董其昌文中这一内在的逻辑缺陷，确实被一些细

心的学者读出来了，尤其是海外译者为了翻译而

细读文本时。 例如，高居翰不得不放弃严谨的翻

译，其译文带有阐释性：“南宗乃王维始用淡渲

（单色淡墨），结果，完全改变了勾线（以色）渲染

的技法” （Ｃａｈｉｌｌ １３）。 在这句译文里，高居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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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单色淡墨”（ ｉｎ ｉｎｋ 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ｅ）和“（以色）
渲染” （［ ｃｏｌｏｒ］ ｗａｓｈ） 两个词组，以修补逻辑缺

陷，求得二者的呼应。 此译看似正确，但仍无法弥

补原文在分类学上的错乱和逻辑学上的失谐。
这究竟是原作者董其昌的表述问题，还是我

们这些后世读者的理解问题？ 为了探讨之，我先

将王维所用的淡渲，与宫廷画家所用的重彩对照

起来。 尽管董其昌在上述画论中并未讨论重彩，
但他将北宗的传统，追溯到了李思训父子，而这两

位画家却都以重彩山水而名闻天下。 董其昌在画

论中把握了这一点，指出了“北宗则李思训父子

著色山水”的史实。 为了把握二者的对照关系，
除了强调用色而外，我更强调淡墨渲染，这不仅是

水墨画的本质，也是董其昌的逻辑链条断裂之处。
其次，我视“勾斫”为力道厚重的用笔用线，

将其与柔软轻湿的用笔用线对照起来，非此则行

文不通。 遗憾的是，这是董其昌原文的另一逻辑

失谐处，他在文本中并未提及相应的柔软轻湿的

线条。 那么，中国艺术史上有无画家使用这样的

线条？ 我们且看董其昌所列的南宗名单，自唐代

王维到元四家，期间有南宋的米家父子和元初的

赵孟頫，这些画家莫不善用柔软轻湿之线，例如米

家的潇湘云线和赵氏的水村图。
那么，在语言的表层发现董其昌文本的上述

逻辑失谐问题，究竟有何意义？ 这意义并不在语

言的表层，而在于其深层结构。 在我看来，董其昌

画论的意指系统在结构上是二元相对的，这不仅

是南宗与北宗的相对，也不仅是文人画与宫廷绘

画的相对，而且还在于语言失谐与观念漏洞之间

的相对。
前面已言及语言表层的逻辑问题，那么关于

高居翰译董其昌画论中的观念漏洞，我们且回到

引文第二段开始处所用的禅宗类比：“禅家有南

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

也。”这一类比由随后所列的南宗画家之名来呼

应，而高居翰并未翻译这一部分。 难道这一部分

不重要？
在高居翰对董其昌的解读中，他指出了三点：

其一，董其昌的南北禅宗之类比，只不过是一种修

辞用法，目的在于艺术史上的画家分类，在于对艺

术发展的总结；其二，这一类比的有效性，在于南

北禅宗与南北画派之间的呼应，即二者处理真实

性问题的方法，即所谓真谛；其三，董其昌之所以

使用这一类比，目的是为了区分浙派所代表的宫

廷画法和吴派所代表的文人画法，从而将自己置

于文 人 画 派， 并 进 一 步 置 于 其 的 发 展 前 端

（Ｃａｈｉｌｌ １４）。 与第二点相关相异也相对的是，高
居翰在解读中提到了明代新儒家思想的阳明心学

（Ｃａｈｉｌｌ ８９），但却没有讨论之。 对我而言，这就

是观念问题，正是这一点使得董其昌画论既有建

设性，也有解构性。 正是在深层结构的观念上，董
其昌超越了语言表层的逻辑漏洞： 南派文人画家

的草草逸笔，呼应了南派禅宗的对真谛的顿悟，而
北派宫廷画家的重彩劲笔，则呼应了北派禅宗对

真谛的渐悟。 二者在观念上的这一对照，匡正了

表面上失谐的淡渲与勾斫的对照。
有了以上探讨，我得以在中国艺术史的语境

中，为董其昌画论勾画出一个二元体系：

观念层面—风格层面

观念层面 （一）： 两派禅宗—两派

绘画

观念层面（二）： 南派—北派

风格层面（一）： 南派—北派

风格层面（二）： 用色—用笔

用色： 南派淡渲—北派重彩

用笔： 南派柔软—北派刚劲

在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何处是结构中心？
何为结构中心？ 本文业已指出，这中心便是寻道

者，是寻道者的意象。 这位寻道者的寻道之途，是
从外向内，这是中国艺术史和中国山水画的发展

主线，尤其是文人山水之发展的主流方向，而明代

山水画则重复了这一主流和方向。 主流者，中心

也，是为历史潮流的中心。
关于重复，我们该怎样解释元末倪瓒山水画

中寻道者意象的消失？ 该怎样解释明末董其昌山

水画中寻道者意象的消失？ 又怎样解释二者的隔

代呼应？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的讨论需要推

进到德里达之双重阅读的第二步。

六、 结论： 主流的终结及其他

双重阅读之第二步的前提是建构，本文已经

论述过的艺术史主流、寻道者意象、出场与缺席，
以及董其昌画论的逻辑之类问题，皆在勾画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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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构。 德里达式双重阅读之第二步的目的，是
要在这之后，解构二元中心，由此抵达主流终结的

观点，企及本文的结论。
当点景小人先从元末倪瓒的山水画中消失

时，我们或许可以说这只是偶然的个案，今日学者

多有指出倪瓒心理痼疾者，将其洁癖与无人山水

相附会（刘伟冬 ８０）。 但是，无人山水再次发生，
当点景小人于明末之际从董其昌的山水画中消失

时，我们便难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说，而不得不将

其与更为宽阔的社会历史之变相联系。 这是即将

到来的改朝换代，以及这时代语境里山水画意指

系统之中心的解构。
在转向外围语境的考虑之前，我还需要引入

一个老旧的形式主义观点，尽管其受制于内部研

究的局限，但有助于结构中心的建构。 形式主义

者认为，意象的重复出现，与其重复消失，具有相

似的符号学结构意义：

视觉意像作用于感官接受，必有所

指，其所指可能是隐形的，也可能是“内
在”的，可以是呈现的，也可以是再现的

［……］ 这一意像可以是 “描述性” 的

［……］ 或隐喻的 ［ ……］， 抑或是象

征的。
一个意像出现一次，或许只是隐喻，

但若以呈现和再现的形态而反复出现，
那么就变成了一个象征，并有可能变成

形象系统或神话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Ｗｅｌｌｅｋ １８８ ８９）

解构主义在根本上是针对形式主义的，而结

构主义则是形式主义的升级形态。 依照形式主义

的说法，当某一意像重复出现或重复消失时，其象

征性便转换生成了规约符的意指程序。 在董其昌

的艺术中，寻道者意象的再次消失，意指了文人画

主流之中心的消解。 用形式主义之后的批评术语

来说，这就是“去中心化”。 在此，我得以超越形

式主义，再次返回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并这样设

问： 为什么人物意象的消失，两次都发生在各自

王朝的末世，发生在最重要的“综合型”画家（借
用高居翰语）的艺术中？ 为了探索答案，我现在

可以重返外围语境的考虑，在明末的社会历史之

变中，在明代艺术发展的语境中，探讨可能的答

案。 同时，我也将社会和历史的特殊语境，还原到

外围研究与内在研究的一般性结构关系中，对这

一还原，德里达颇有洞见：

如此这般，所谓中心便可以被定义

为某种特殊的建构，此建构既组织起一

个结构，同时又规避了结构性。 对此，有
关结构的古典思想可能会说： 结构中心

是个悖论，它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

外。 这个中心应当是在整体体系之中，
但又不属于这个整体，不是其体系的一

部分，因此，这个整体体系的中心是在别

处。 中心并非中心，虽然结构中心的概

念显示了结构的内在一致性，但哲学或

科学认识论的条件是，一致即冲突，只有

冲突才是一致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２７９）

讨论董其昌的无人山水，我可以用德里达的

“在别处”来解释作为其画之中心意象的点景小

人的消失： 其出场不是在画中，而是在画家的心

中。 此处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山水画中的人物图

像极小，但作用极大，正是作为中介的画中人，将
生命之气，给予了无生命的自然山水，使其具有了

生命力。 这就是说，对于明末最后一位文人画大

师而言，山水无人作为符号，意指了董其昌的悟

道，他在自己的艺术追求中，抵达了寻道的前端，
领悟了佛家和道家的空无思想。 再者，山水无人

的符号，也意指了文人画主流的发展终点，尤其是

中国艺术史之文人山水主流的发展终点。
至此，本文方得提出结论： 中国艺术史的发

展，在明末之后，便无主流。
那么，这是不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意义上的

中国艺术史的终结？ 本文无意给出或是或非的单

一回答，而宁愿这样说： 自此以后，中国艺术史的

发展模式彻底改变了。 从符号学角度说，寻道者

的意象成为能指，其所指是明代文人山水画的中

心，也指中国山水画发展的主流。 对于元末和明

末的倪瓒董其昌这两个末世大画家来说，画中寻

道者意象的消失，意指了他们执意放弃意指体系

的完整性。 为何是执意放弃？ 且听德里达如

是说：

如果说整体化业已失去意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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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因为某一领域的无限性无法被其

有限的视域或话语所穷尽，而是因为这

一领域排除了整体化，例如在语言的领

域，语言的表述是有限的。 这就是说，某
一领域之游戏的有效性，正是因其有限

而可以被无限所替代，也就是说，这一领

域不是要像古典的假设那样成为无所不

有的领域，不是要大而无当，而是有所缺

失： 中心的作用其实在于阻碍游戏的替

代。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２８９）

在此，德里达的有限与无限二元范畴，提示了

他在人的终结之说里的二元范畴。 于是，顺其关

于“领域”的语脉，我将董其昌的山水之域，视作

人物形象得以生效的有限和无限场所。 在这一领

域，人物形象可以是旅人和渔夫也可以是观想者。
这些形象的有效性在于，他们可以相互替代，且都

是替代者，其所指是寻道者。 一旦寻道者消失，这
些人物形象作为替身的符号能指，便失去了立足

之地。 不过，此处更为诡异的是，一旦寻道者意象

消失，其缺席的所指便是中心的消解和主流的

终结。
前面已经提到，高居翰在讨论董其昌时言及

明代新儒家王阳明的心学，但他未作进一步讨论。
我认为，王阳明心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心缺失的

问题，因为我看到了心学与佛道两家空无思想的

关联： 唯有内心虚冲，方有道的位置。 在讨论这

个问题之前，我需要说明，本文并非为了解构而解

构，相反，本文的目的是要重构对于明代山水画之

发展历程的理解，正因此，我才在本文末尾引入新

儒家的心性概念。 换言之，心性并非本文主题，而
本文意在重构被解构者，并在最后进行思想逆转：
明末之前从外向内的寻道主流，在明末主流终结

之后，一变而为从内向外，且不再执着于寻道，是
为中国山水画的衰落之始。

王阳明的心学之道，是由内向外。 照其所言，
人心之外无物，人心为知识和智慧之源，是理解外

部世界的起点。 当有学生不解，问及该怎样理解

这一观点时，王阳明回答说：“致吾心良知之天理

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阳明

１２８）。 对此，有学者认为，王阳明之“理”意指人

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杨国荣 ７６）。 在我看来，
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而言，这便是从内向外的寻

道之旅，是主流终结后山水画的哲学秩序。
董其昌与阳明心学有无关系？ 不仅有，而且

他还与王阳明的学生和追随者过从甚密。 与董其

昌痴迷南禅激进派相呼应，他也痴迷于阳明心学

的激进派，如泰山派。 对此，今日学者朱良志有两

个说法，首先，董其昌画论的艺术观，来自阳明心

学，其次，董其昌的艺术理论来自新儒学和佛家思

想的混合（张丽珠 ２３４，２４３，２５６）。
在我看来，当董其昌顺着佛道两家的空无思

想而抵达内心深处的端点时，他也抵达了中国绘

画主流的前端，那是从外向内寻道历程的终点，正
是在那一点，哲学和历史的逆转不得不出现，此
后，山水画的寻道之旅一转而为从内向外。 这是

我对中国山水画史的理解，尤其是对明代文人山

水画之发展历程的理解。 至此，我提出本文结论：
明末之时，改朝换代之际，董其昌作为最有成

就、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其山水画中寻道者意

象的消失，意指了绘画主流的终结。 需要强调的

是，作为德里达式解构之后的重构观点，我看重佛

家、道家、儒家哲学在中国山水画发展中的互补作

用，三家思想的合流，重构了中国艺术的精神，明
代山水画为一大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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